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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３２７名数字零工劳动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ｆｓＱＣＡ）方法探讨在理性选
择理论下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如何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家庭支持是影响数

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第二，胜任力感知和工作乐趣是主动型工作意愿的重要推动因素，并且有一定

的替代作用；第三，数字劳动是面向未来的劳动形式。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对数字零工劳动者主动型和被动型工

作意愿不同前因要素的互动过程和组态效应进行梳理和分析，弥补了单一因素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零工经济　数字零工劳动者　数字劳动　数字平台　工作意愿　理性选择　组态效应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９．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２２）１０－００９６－１７

　　一、问题提出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倒逼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变革［１］。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拓宽了就业渠道和就业岗

位增量市场，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匹配劳动力供需方的新模式，产生了按需性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和众包性（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动态匹配劳动力的新供需方式，催生了零工经济（ｇｉｇｅｃｏｎｏｍｙ）、平台经

济、共享经济等。这种新业态的本质是平台型企业基于数字化硬件，通过算法构建更加灵活多样的新就业

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支

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数字劳动平台应运而生，其迭

代呈现出高速、敏捷的特征，可分为通过算法和定位进行实时任务分配的基于位置的数字劳动平台（如网约

车平台和网络配送平台），以及通过任务发布者和任务承接者的需求和技能进行实时任务匹配的基于网络

的数字劳动平台（如创意、媒体、设计等众包工作平台）。本文以活跃在基于位置的数字平台上的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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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服务型数字零工为研究主体，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服务员等，不包括基于网络的

数字劳动平台提供解决方案的知识工作者。

学界对零工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平台的发展［２］、算法监管［３］、从业者保障困境［４］等，对劳动者工

作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基本局限于对单一因素净效应的分析，鲜有涉及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研

究。而数字经济情境下数字科技与组织形态变革交融，已呈现出生态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５］。例如，算

法通过提升个人工作偏好和收入水平进一步延长了劳动供给时间［６］，加之宏观层面各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

交互性，使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影响因素呈现出复杂特征。平台能否通过有效管理提升不同类型劳动

者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增加其在该平台的服务时间、增强其平台黏性，是新业态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条

件，也是拓展就业岗位蓄水池的重要路径。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当前社会系统中个体选择与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

如果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经济人，管理则失去价值。在组织中，信念、愿景、谦卑型领导、人性化管理等要素相

继出现，已成为未来组织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界限也像组织边界一

样变得模糊。数字情境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了新的场景和舞台，也促使其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有机融

合，并且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更为复杂，形成了组态效应，因此仅从单一因素角度，并不能完整地解释新业

态从业者工作选择行为。已有研究对于零工劳动者工作动机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简单的因素分析与提取、

贡献度计算和排序层面［７］。传统的线性定量回归模型很难深入有效解释案例成因的多元并发效应，而定性

比较分析（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ＣＡ）方法通过揭示多个前因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可以更好地解释

其对于工作意愿的影响路径。

不同于传统回归方法分析单个变量的独特净效应，ＱＣＡ方法否定任何形式的恒定因果，为解决复杂因

果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该方法从基本的逻辑框架出发，并不需要提出假设或通过繁琐的数据处理，而是

能够通过路径建设发掘解释变量的综合效应，避免了单个影响因素的效应片面性；同时，通过结合传统案例

研究和定量研究，可以清晰识别关键因素的影响路径，在处理中等样本的案例时具有显著优势。本文拟基

于理性选择理论，通过ＱＣＡ方法对零工经济中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路径组合，探究目

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对主动型和被动型工作意愿影响的联动效应，以期为有效提升零工经济创造就业岗

位的能力和数字劳动关系质量、保障零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科尔曼（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立足点，发现并解释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行为，并发展出新

的社会行动理论［８］，是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９］。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理性人目标最优

化或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的决策依据有两个维度：一是人的利益价值偏好，个人会考虑选择的收益和成

本，即价值合理性；二是行动者的目的或者意图，即目的合理性［１０］。前者关心的是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

值［１１］，强调动机的纯正，关注在某种特定价值理念下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后者强调个体行为需要某种

信念作为最终目的和依据，是一种个人追求和个人利益的理性考虑。近年来，理性选择理论逐渐在社会学、

管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例如，丁波和王蓉（２０１５）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将农民工群体视为理性人，进

而对其定居地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１２］；周春山等（２０２１）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研究广州不同类型社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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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独立居住特征及影响因素［１３］。可见，理性选择理论在个人微观视角具有价值适用性和应用性。

维诺库尔和卡普兰（Ｖｉｎｏｋｕｒ＆Ｃａｐｌａｎ，１９８７）将工作意愿定义为劳动者对特定雇主或特定工作的态

度［１４］，即求职者根据自身的兴趣及工作能力对职业进行规划，准确定位自己要从事的行业并针对性地寻找

合适的工作。工作意愿与就业意愿［１５］、再就业心态［１６］、择业意愿［１７］等都表达了劳动者在工作寻求过程中

对未来工作的态度和诉求。本文的工作意愿主要指数字零工基于个人主观或客观思维选择该工作的态度，

具体可分为主动型工作意愿和被动型工作意愿。

工作会带来显性和隐性的收益［１８－１９］，但仅从收益角度并不能全面有效地刻画出劳动者工作意愿的形成

动机。国内外学者已经总结出一些维度并对其进行分类，例如把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意愿的因素划分为经济

需要因素、价值因素和规范因素三类［２０］；把影响劳动者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正向因素和负向因素，其中

正向因素包括财务、个体特征、工作价值和规范，负向因素包括个人资本、健康情况、家庭以及劳动力市场，

即劳动者工作意愿既来自其内心所感知到的正向因素的引导力和负向因素的阻碍力相互较量的结果，也取

决于自己对工作胜任能力的主观感知［２１］。李作学等（２０２１）依据双因素理论把员工的工作意愿归纳为包括

成就感、工作本身等激励因素和引起员工不满的外在保健因素［２２］。

零工经济中数字经济背景以及新生代劳动者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对其就业意愿产生了新的影响，如灵

活、自由和社交机会成为数字零工劳动者关注的焦点［２３］，兴趣、追赶潮流的“炫酷感”和新体验也成为主动

性工作意愿的重要构成。因此，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呈现出多元、交互、非线性组态特征，

这对平台通过管理创新提高平台从业人员的忠诚度和实现平台承诺提出了挑战。

　　（一）目的合理性层面

１．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劳动者为了获得工具性结果而从事活动的所得［７］，包括增加收入、补贴生活等。收入水平

包括个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总和［２４－２６］，是平台劳动供给增加的原因［２７］。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

业态的发展，涌现了更多的劳动岗位。很多劳动者开始通过数字平台劳动增加经济效益，甚至将其作为收

入主要来源。经济效益是现阶段影响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数字零工也不例外［２８］。因此，本文

选择经济效益作为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

２．家庭支持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自身是个复杂的系统，新家庭的组成使每个个体有了新的身份，而这个新

的身份也意味着个体的决定必然会受到家庭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影响［２９］。由于数字零工劳动者与平台间的

劳动关系处于模糊地带，劳动权益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３０］。基于此，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和肯定显得

尤为重要。家庭支持即提供信息需要和反馈，以及给予道义和情感上的支持［３１］，是家庭成员展现出来的旨

在帮助个体更好地履行工作和非工作领域的角色职责［３２］。切实体会到来自家庭的帮助，遇到难题时能够积

极与家庭成员讨论，并且接受来自家庭的决定，会增强劳动者的工作意愿。

３．异质性工作经历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导致线下消费受阻，加之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促使数字劳动平台快速发

展并成为吸纳传统产业劳动力的“蓄水池”。传统产业的不景气导致就业岗位紧缩，很多第二产业的劳动者

崇尚更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受新奇性和自主性的吸引涌向数字劳动平台，甚至导致产业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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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异质性工作经历成为数字平台劳动从业者的又一推动因素［３３］。

　　（二）价值合理性层面

１．平台优势

随着“千禧一代”涌入就业大军，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劳动者希望能够掌控工作进程、工作

方法和工作准则［３４］，数字劳动平台正是在工作搜寻理论指导下实现劳动力供需快速匹配的产物［３５］。数字

劳动平台的优势在于允许劳动者脱离单一组织的束缚，更为灵活地发挥自己的技能［３６］。数字零工劳动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偏好时间弹性安排自己的工作，实现工作生活的自由切换，从而实现工作家庭的平

衡［３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３８］，提高感知的工作自主性、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

效［３９－４０］。可见，平台优势会提升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工作意愿［４１］。

２．胜任力感知

胜任力感知即劳动者对能否完成工作的自我感知，而平台的可视化、人性化、游戏化设计能够让劳动者

体验到自己对环境和能力的掌控［７］。当这种掌控感增强，劳动者就会产生对工作的依赖，进而产生工作意

愿。数字劳动平台极大程度地降低工作技能门槛，甚至通过算法设计将复杂劳动拆解，增加了劳动者的工

作成就感［４２］，使其产生胜任力感知，进而提升工作意愿。

３．工作乐趣

工作乐趣是指在工作中发起和支持一系列活动以增加工作的趣味性［４３］，而这些活动能够对个人和

组织的态度以及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４４－４６］，并能够带来更高的士气、更好的氛围，以及更高的工作满意

度和幸福感［４７］。工作游戏化设计是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完成的管理创新，旨在通过心流体验的中介作用

提升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工作卷入［４８］。随着工作价值观的改变，工作乐趣越来越成为影响劳动者工作意

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对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进行

探索，选取经济效益、家庭支持、异质性工作经历、平台优势、胜任力感知及工作乐趣六类影响因素作为工

作意愿的前因变量。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通常以工作动机为基准被分为被动因素和主动因素，本文将经

济效益、家庭支持和异质性工作经历这类更加体现个人利益的因素归类为被动因素，强调以最终的经济

利益或结果为工作的出发点，符合目的合理性的特征；而将平台优势、胜任力感知和工作乐趣这类强调精

神追求以及所获价值的因素归类为主动因素，强调经济利益之外的精神价值的满足，符合价值合理性的

特征。

各个变量的分类与定义如表１所示，并建立如图１所示的数字平台劳动者工作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

表１　六类影响因素分类与定义

分类 影响因素 定义

目的合理性 经济效益 个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总和［２４－２５］

家庭支持 劳动者的资源、精神、人力支持［３１］

家庭成员展现出来的旨在帮助个体更好地履行工作和非工作领域的角色职责［３２］

异质性工作经历 滞后一期工作经历［３３］

产业升级滞后于企业外迁［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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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分类 影响因素 定义

价值合理性 平台优势 员工在工作活动中可以自由裁断［５０］

员工在工作方法、工作安排和工作准则上自主选择和决定［３４］

拥有工作决策机会的重要因素，弹性安排自己的工作程序，有利于工作与生活间的平衡［３７］

脱离单一组织的束缚，更为灵活地发挥自己的技能［３６］

胜任力感知 个体对所从事的活动能达到某个水平的信心［７］

决定工作绩效好坏的关键指标［５１］

工作乐趣 工作过程中能够提供各种愉快的、有趣味的活动［４３］

能够带来更高的士气、更好的氛围，以及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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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字零工工作意愿的驱动路径模型

　　三、数据来源与测量方法

　　（一）研究方法选择

任何功能的表达都不是单个因素所决定的，多种因素的不同组合亦可表达相同的功能，而这些因果复

杂性正是组态分析试图解决的问题［５２］。ＱＣＡ是一种突破传统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一种集合理论研究方

法［５３］，其意义在于整合案例导向方法与变量导向方法的优点重新设计社会科学研究。该方法避免了分析单

个变量净效应的片面性，采取整体视角，聚焦于当解释变量相关时对单个变量的独特效应进行组态效应分

析［５４］。ＱＣＡ允许通过识别导致相同结果的不同情境特定的因果路径来评估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关注多个

解释变量通过相互依赖进而构成不同的组合路径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５５］，这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契合。依

据每个案例被定义为一系列特征的组合的观点［５２］，本文选取３２７个案例作为样本。根据样本中条件与结果

的特征，本文将选取经济效益、家庭支持、异质性工作经历、平台优势、胜任力感知、工作乐趣作为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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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探究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逻辑（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检验发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相互影

响和相互依存的。为进一步厘清数字零工的工作意愿，本文选取３２７个案例作为样本，并通过ＱＣＡ方法以组态

视角更为全面和细致地探究数字零工的工作意愿。

　　（二）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为降低同源方法偏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三个波次时间滞后的

方法。调研对象集中于基于位置的数字劳动平台上的数字零工劳动者。调研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７月。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考虑到安全性问题，问卷采用线上形式按随机抽样原则发放。为提升问卷真实性和可追踪

性，以被测者手机号后四位作为追踪问卷的编码。由于数字零工劳动者数量分散，数据获取有一定的难度，

导致样本量偏少。本次调研共发放３５０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共收集３２７份有效问卷。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总体来看，样本特征分布比较均匀，说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代

表性。

表２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具体指标 人数／人 比例／％ 变量 具体指标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１８２ ５５．７ 文化程度① 小学及以下 ６ １．８

女 １４５ ４４．３ 初中 ６８ ２０．８

年龄 １８岁以下 ８ ２．４ 高中 ７１ ２１．７

１８～２９岁 １６２ ４９．５ 中专、技校 ４０ １２．２

３０～３９岁 １００ ３０．６ 大专、高职 ５０ １５．３

４０～４９岁 ５１ １５．６ 大学本科 ８６ ２６．３

５０～５９岁 ５ １．５ 研究生及以上 ６ １．８

６０岁及以上 １ ０．３ 户籍 本地户籍 １４９ ４５．６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４４ ４４．０ 外地城市户籍 １１９ ３６．４

已婚 １８３ ５６．０ 外地农村户籍 ５９ １８．０

　　注：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三）变量测量

为确保问卷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严格遵循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采用李克特（Ｌｉｋｅｒｔ）五点评

分法，选项分值越高表示同意程度越高。

经济效益是测量劳动者家庭状况的主要因素，其量表是根据访谈者的回答以及相关学者的建议自行编

制，代表性题项如“我期待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我对目前的薪酬状况比较满意”，问卷克朗巴哈系数为

０．８２４，抽样适合性检验（ＫＭＯ）值为０．８０９。

家庭支持的测量采用了姜乾金（１９９９）［５６］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ＰＳＳＳ）中的感知家庭支持部分，量

１０１

① 关于样本学历结构代表性，美团２０２０年针对外卖骑手的调研数据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骑手占比达到了２４．７％，比２０１９年提升６．７
百分点；薪宝科技－华南理工大学零工经济研究中心《２０２１年数字化零工就业质量研究报告》数据显示，高控制高依赖型平台工作者（如外卖
配送、即时配送、共享出行、快递等）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６７．０％，本科学历占３０％，本科以上学历占３％。因此，样本中的受访者学历结构与
大规模调研中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学历情况基本一致，说明调研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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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共４个题项，代表性题项有“我的家庭能心甘情愿协助我做出各种决定”“我能与自己的家庭谈论我的难

题”等，问卷克朗巴哈系数为０．９４６，ＫＭＯ值为０．９５０。

异质性工作经历采用杨伟国等（２０２１）［３３］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约车平台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整理的

量表，共有３个维度的６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如“上一份工作是否全职工作”“是否来自过剩产能行业”等，问

卷克朗巴哈系数为０．８７８，ＫＭＯ值为０．９０９。

平台优势分为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灵活性两个维度。工作自主性采用施普赖策（Ｓｐｒｅｉｔｚｅｒ，１９９５）［５７］编制

的心理授权量表中的自主性维度，有３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包括“我自己可以决定如何来着手我的工作”“在

如何完成工作上，我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等，问卷克朗巴哈系数为０．８０４，ＫＭＯ值为０．８；工作灵活性

采用莱斯利等（Ｌｅｓｌ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５８］编制的灵活工作实践归因量表（ＦＷＰＡＳ），共７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包

括“您选择这项工作的原因是可以灵活安排工作任务”“我能够适用平台不断变化的环境”等，问卷克朗巴哈

系数为０．７６６，ＫＭＯ值为０．８２３。

胜任力感知采用伊比等（Ｅｂ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５９］编制的职业胜任力量表。该量表包含知道为什么（ｋｎｏｗｉｎｇ

ｗｈｙ）、知道如何做（ｋｎｏｗｉｎｇｈｏｗ）和知道是谁（ｋｎｏｗｉｎｇｗｈｏｍ）三个子维度，共１８个题项，代表性题项有“我

很明白什么样的任务能够激发我的工作动力”等，问卷克朗巴哈系数为０．８６０，ＫＭＯ值为０．８３３。

工作乐趣测量采用科伊维斯托和哈马里（Ｋｏｉｖｉｓｔｏ＆Ｈａｍａｒｉ，２０１４）［６０］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包含８个题

项，代表性题项包括“我认为平台基于算法的工作游戏化设计非常灵活”等，问卷克朗巴哈系数为０．９１３，

ＫＭＯ值为０．８９８。

对于主动型工作意愿和被动型工作意愿的测量，本文在问卷中设置０－１量表，作答者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同时，在“主动型工作意愿和被动型工作意愿”问题之前设置指导语，以防止受访者被误导或理

解不清。具体来说，“以最终的经济利益或结果为工作的出发点”为被动型工作意愿，“强调经济利益之外的

精神价值的满足”为主动型工作意愿。

整体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为０．８３９，大于０．７的临界值，说明各个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ＫＭＯ值为０．９２５，说明量表效度较高。

　　四、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结果分析

ＱＣＡ方法运用一致性水平来描述条件与结果之间必要性和充分性因果关系，能够在分析案例内部复杂

性的同时，使案例间的系统化比较成为可能，其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ｆｓＱＣＡ）更适用于处理单个变量问

题。本文将运用ｆｓＱＣＡ对单个条件进行数据校准以及必要性分析，然后通过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获取组

态路径，最后对得到的组态路径结果进行稳健性以及异质性分析，通过多元回归方法拓展检验主动型工作

意愿组态和被动型工作意愿组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一）变量校准与必要性分析

ｆｓＱＣＡ研究将每一个条件与结果分别作为一个集合，案例在集合中都有一定的隶属值，而给案例赋予集

合隶属值的过程就是校准［５３］。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校准的三个临界阈值分别为９５％分位数 （完全隶属）、

５０％分位数 （交叉点）和５％分位数 （完全不隶属），校准后的集合隶属度都介于０～１。本文将该结果与条

件变量的３个临界阈值，分别设为原始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上下四分位数的均值和下四分位数。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是为了检验结果集合是否是某个条件集合的子集。具体来说，当某一结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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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某一条件总是存在，则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即结果对应的集合是条件对应集合的一个子集。将前

因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分数大于０．９的结果视为必要条件［６１］，当一致性满足后，需要通过覆盖度来判定解释

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即覆盖度越大，其解释力度越大。

数字零工工作意愿必要性条件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数字零工工作意愿必要性条件分析结果

变量
主动型工作意愿 被动型工作意愿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１ ０．６３２ ０．５８８ ０．６１７ ０．５７３

～１ ０．７３８ ０．６７１ ０．７４５ ０．６７７

２ ０．８９６ ０．７８４ ０．８５２ ０．７４４

～２ ０．５４８ ０．５３３ ０．５７８ ０．５６１

３ ０．６８９ ０．６７９ ０．６８４ ０．６７３

～３ ０．７３８ ０．６３８ ０．７２２ ０．６２３

４ ０．７２９ ０．６７１ ０．７１４ ０．６５６

～４ ０．６５２ ０．６００ ０．６６３ ０．６１０

５ ０．６７４ ０．６１１ ０．６９４ ０．６２８

～５ ０．６９７ ０．６５２ ０．６６７ ０．６２３

６ ０．６２９ ０．６０１ ０．６３９ ０．６１３

～６ ０．６９２ ０．６１１ ０．６７９ ０．５９９

　　注：１代表经济效益；２代表家庭支持；３代表异质性工作经历；４代表平台优势；５代表工作乐趣；６代表胜任力感知。

由表３可知，所有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０．９，因此上述条件中均为数字零工劳动者选择工作的非必

要因素，这也意味着工作意愿并不是某个因素单一影响的结果。为此，需要对其工作意愿的各种路径进行

组态分析。

　　（二）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描述了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是否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即讨论条件组态的充分性。施耐德和

瓦根曼（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Ｗａｇ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２）认为，条件组态的充分性水平临界值为０．７５，一般充分性水平高于

０．７５，则说明该条件组态为被解释变量结果的必要条件［６１］。在频数阈值的确定上，要观测样本是否为大样

本，统计学意义上认为样本量大于３０则为大样本，大样本的频数一般大于１，中小样本一般设置阈值小于１。

除此之外，频数阈值的设定应该至少包括７５％的案例。本文借鉴拉金（Ｒａｇｉｎ，１９８７）［５３］的研究，设置频数为

１、一致性为０．８。

软件ｆｓＱＣＡ３．０进行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时会输出复杂解（ｃｏｍｐｌｅｘ）、简约解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ｉｏｕｓ）和中间

解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复杂解分析实际得到的案例，不经过任何简化处理，是完全按照变量设定而得出的结

果，不使用逻辑余项，完整性较好；简约解是按照结果变量强弱出现的，纳入所有可能的余项，相对简单，但

往往与事实不符；中间解介于两者之间，更容易理解，也更多地呈现在研究报告上，并结合简约解区分核心

条件和边缘条件。核心条件即某一条件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都出现，而边缘条件则是指某一条件只在中间

解中。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主要汇报中间解并辅之以简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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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主动型工作意愿的组态分析

表４呈现了由中间解获得的产生主动型工作的五种路径。其中，无论是各路径的一致性还是总体解的

一致性均高于最低标准０．７５，即在能够满足这五种路径的所有案例中，绝大部分案例都产生了主动型工作

意愿。这也证明了这五种路径为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充分条件。总体解的覆盖度为０．８１６，说明这五种

路径解释了８１．６％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原因。

表４　数字零工主动型工作意愿组态分析结果

变量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路径５

家庭支持 ● ● ● ● ●

异质性工作经历    ●

经济效益  

平台优势 ● ● ●

胜任力感知  ●

工作乐趣 ●   ●

一致性 ０．９１２ ０．８９２ ０．９０３ ０．８９６ ０．９３４

原始覆盖度 ０．５３２ ０．５５８ ０．４７５ ０．５０２ ０．４５７

唯一覆盖度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３

总体一致性 ０．８５６

总体覆盖度 ０．８１６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条件缺席；空格表示该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缺席，对结果无影响。后表同。

为更好地比较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路径，本文将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组态归纳为以下三种：

（１）平衡主动型

平衡主动型组态主要包括一条充分解路径：路径１。该路径表明在缺乏异质性工作经历的情况下，无论

能否获得经济效益，能否感知到自己能够完成工作任务，以及能否在工作中获得乐趣，只要劳动者能够明确

认识到平台的优势，并且能够获得家庭的支持，就能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也就是说，要产生主动型工作意

愿，不仅要让劳动者了解平台就业的优势，还要充分得到家庭成员的认可。这就需要平台企业充分重视企

业社会责任和平台多主体价值共益。该条路径能够解释５３．２％的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且有０．８％

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由于在这一路径中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同等重

要，本文将其命名为平衡主动型。

（２）高价值主动型

路径２和路径４为高价值主动型组态充分解路径。其中，路径２表明，劳动者无论是否拥有异质性工作

经历，能否获得经济效益以及能否完成平台分配的任务，当切实体会到平台优势且能够感知到平台工作乐

趣的条件下，只要能够获得家庭的支持，就能产生较强烈的主动型工作意愿。具体来说，工作乐趣能让劳动

者对工作产生依赖，用游戏化的思维对工作进行重新设计之后会激励其主动工作进而提升组织承诺［４９］；同

时，也要让劳动者从家庭成员处获得支持，从而有能力吸引其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在产生主动型工作意

愿的案例中，有５５．８％的案例能够被该路径解释，且有４．８％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路径４表明在异质性工作经历、经济效益和工作乐趣缺失的条件下，当平台优势对劳动者有一定的吸引

力，且劳动者自身能够感知到高度的胜任力时，在获得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劳动者倾向于产生主动型工作意

愿。具体来说，平台操作简单快捷，且拥有传统工作无法比拟的高度灵活性和自主性，准入门槛较低，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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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技能没有太多要求，这些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劳动者。路径４能够解释５０．２％的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案
例，且有４．６％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这两条路径中价值合理性是影响劳动者工作意愿的主要因素，因此将该组态命名为高价值主动型。

（３）高目的主动型
高目的主动型组态即路径３及路径５。其中，路径３表明在缺乏异质性工作经历、胜任力感知以及工作

乐趣时，无论能否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以及能否感知到平台优势，只要劳动者获得家庭的支持，就能产生主

动型工作意愿。也就是说，在少数情况下，尽管劳动者缺乏影响工作意愿的目的合理性及价值合理性的大

部分因素，但通过家庭成员的支持，低价值合理性也能产生主动就业意愿。由此可见，数字经济背景为工

作－生活平衡和工作－生活共益提供了可能，故在缺乏其他因素时，劳动者也能产生较强的主动型工作意
愿，例如很多活跃在直播领域的都是夫妻创业者。路径３能够解释４７．５％的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
且有１．５％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路径５表明在缺乏经济效益的条件下，无论劳动者能否感知到平台优势，以及自己能否完成平台分配的
任务，当拥有异质性工作经历、能够获得家庭支持，且能够感知到数字劳动的乐趣时，则更倾向产生主动型

工作意愿。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代劳动力工作价值观的变化，劳动者感知到自己并不适应传统就业，但在能

够得到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将更愿意从事数字劳动。同时，当感知到算法和大数据的运用能够使得数字劳动

更加有趣时，劳动者会产生较为强烈的主动型工作意愿。该条路径能够解释４５．７％的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
的案例，且有１．３％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在上述两条路径中，目的合理性影响因素的家庭支持是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主要因素，故将此路径

命名为高目的主动型。

从以上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三种类型的组态可看出，高价值主动型是产生主动工作意愿的主要路

径，其他两种组态虽然也能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但比例较少，可见提高劳动者主动型工作意愿应考虑从价

值合理性入手。通过对比路径２与路径４，可以发现胜任力感知和工作乐趣对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有明显
的替代作用，即在劳动者获得家庭支持及高平台优势感知的条件下，平台只需满足高胜任力感知和高平台

优势感知两者之一就可引发主动型工作意愿。

２．被动型工作意愿的组态分析
表５呈现了由中间解获得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路径。各路径的一致性均高于最低标准０．７５，证明

了这五条路径为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充分条件。总体解的一致性为０．７６０，总体解的覆盖度为０．８２２，即
该结果能解释８２．２％的案例。

表５　数字零工被动型工作意愿组态分析结果

变量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路径５

家庭支持 ● ● ● ● ●

异质性工作经历  ●  

经济效益   

平台优势 ● ● 

胜任力感知  

工作乐趣 ● ●  ●

一致性 ０．８５４ ０．９０９ ０．８９１ ０．８５３ ０．８８０

原始覆盖度 ０．５３５ ０．４３６ ０．４３８ ０．５２６ ０．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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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变量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路径５

唯一覆盖度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１

总体一致性 ０．７６０

总体覆盖度 ０．８２２

　　注：因数值过小无法保留小数点后三位的标记为０．００１。

（１）平衡被动型

平衡被动型主要包括路径２和路径５。路径２表明，在缺乏异质性工作经历以及胜任力感知的条件下，

无论经济收益或是工作乐趣，只要劳动者了解平台从业能够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并得到家庭的支

持，就会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说明家庭支持和数字劳动的特征推动零工劳动者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该

条路径能够解释４３．６％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且有１．９％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仅能被这

条路径所解释。

路径５表明在缺乏异质性工作经历、经济效益以及胜任力感知的条件下，无论平台优势能否吸引他

们，感知到工作乐趣并且得到家庭支持的劳动者更容易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该条路径能够解释４６．６％

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且有０．１％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由于这两条路径中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对被动型工作意愿的影响程度呈均匀分布，本文将该路

径命名为平衡被动型。

（２）高价值被动型

高价值被动型组态主要是路径１，即无论劳动者是否有异质性工作经历、经济效益和胜任力感知，只要

感受到平台优势、工作乐趣，并能获得家庭支持，就能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说明家庭成员内部的需求具有

推动作用。该条路径能够解释５３．５％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且有８．１％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

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该路径中价值合理性是影响劳动者被动型工作意愿的主要因素，因此将该路

径命名为高价值被动型。

（３）高目的被动型

路径３和路径４可定义为高目的被动型组态。其中，路径３显示在缺乏高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无论是否

有平台优势和胜任力感知，当劳动者拥有异质性工作经历，并能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且在得到家庭支持的

情况下，倾向于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具体来说，劳动者可能之前从事的是机械性和重复性的工作，乐趣感

知度低，迫切需要改变这一现状，但在家庭成员推动下会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该条路径能够解释４３．８％

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且有０．６％的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路径４

表明在异质性工作经历、经济效益、工作乐趣和平台优势缺失的条件下，家庭支持是唯一要素。通过获得家

庭成员的支持，低价值合理性也能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该路径能解释５２．６％的案例，且有５．６％的案例仅

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从以上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组态可看出，高目的型路径的覆盖度远超过其他类型，这表明大多数具

有被动工作意愿的劳动者都具有此类型的组态，即高目的型组态是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主要原因，且更

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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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参数设定和模型设定的偏差可能会导致ＱＣＡ检验出现不一致的结果。对于参数设定来说，偏差可能存

在于校准点、一致性阈值、频数阈值等设置的合理性；对于模型设定来说，偏差存在于案例条件和维度设置

的合理性。为保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集合论特定的方法，对结果稳健性进行检验，如通过调整校准阈

值、案例频数、一致性阈值，以及增加、补充或剔除其他条件进行参数稳健性检验，并采用调整数据来源和测

量方式等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合理调整一致性水平和改变校准方法对调整前后的数据进

行比对分析，比较组态的变化以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完成稳健性检验。参数的调整和校准方式的变动并没有

改变组态的数量和组成部分，一致性和覆盖度也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确保检验结果稳健。

１．调整一致性水平

在参数稳健性检验中（见表６），本文将一致性水平从０．８０调整到０．７５，频数阈值保持不变，得到的主动

型工作意愿和被动型工作意愿仍然会分别呈现五条路径，且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和覆盖度并未发生实质性

变化，各个组态解的一致性仅有微小的变动，但各个组态背后的解释机制几乎相同。具体来说，家庭支持仍

然是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并且在主动性工作意愿中，胜任力感知和工作乐趣具有一

定的替代作用。

２．改变校准方法

为了避免各条件校准标准的差异带来的结果不一致，本文使用１５％、４５％和７５％代替９５％、５０％和５％

的校准区间，频数阈值仍为１，一致性阈值为０．７５。再次进行组态分析后，相较于前文的组态分析结果，主动

型组态中总体解的一致性由 ０．８５６下降至０．８３３，被动态组态中解的一致性由０．７６０提升至０．８２０，主被动

工作意愿组态的总体解的覆盖度也只是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分别由０．８１６提升至０．８３２、由０．８２２下降至

０．８０５。同时，每个组态仍然形成了５条不同的路径，各自的一致性水平均处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各个组

态形态条件组合与上文结果基本相同，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６　工作意愿组态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主动型工作意愿组态 被动型工作意愿组态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路径５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路径５

家庭支持 ● ● ● ● ● ● ● ● ● ●

异质性工作经历  ●   ● 

经济效益     

平台优势 ● ● ● ●  ● 

胜任力感知  ●  ●

工作乐趣 ●   ● ● ●

一致性 ０．８９７ ０．９１０ ０．８９１ ０．７０７ ０．９３４ ０．７３０ ０．８２３ ０．６２５ ０．７６７ ０．６５２

原始覆盖度 ０．５３１ ０．４６７ ０．６７５ ０．５２７ ０．５３７ ０．６７２ ０．６２５ ０．３２９ ０．４８５ ０．６２５

唯一覆盖度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

总体一致性 ０．８３３ ０．８２０

总体覆盖度 ０．８３２ ０．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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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异质性检验

既往对于工作意愿的研究在不同性别群体和年龄群体可能存在差异，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

按照性别类型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组态检验①，研究结果显示，性别的区分并不能改变原有各个组态的

形态，因此并不存在因为性别差异而表现出的异质性。同理，按照年龄段将样本分为六组分别进行组态检

验，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段的区分对原有各个组态的形态虽然有微小的影响，但各组态仍保持原状态，无显

著异质性。

　　（五）进一步检验

数字零工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福祉社会。零工经济

中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工作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息息相关，也会直接影响其平台服务时间和“平台承诺”。基于

此，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方法拓展检验主动型工作意愿组态和被动工作意愿组态

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由表７可知，主动型工作意愿的路径２对工作满意的影响最大，影响系数为０．８９２，

而路径３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小，影响系数为０．７３４；在被动型组态中，路径１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

影响系数为０．７１４，而路径４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小，影响系数为０．６３４。整体来看，主动型工作意愿路径

对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高于被动型工作意愿路径。

表７　工作意愿组态对工作满意度影响结果

变量
主动型工作意愿组态 被动型工作意愿组态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路径５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路径５

工作满意度 ０．７４５ ０．８９２ ０．７３４ ０．８４３ ０．７６７ ０．７１４ ０．６５６ ０．７０３ ０．６３４ ０．６８１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具有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且其影

响因素具有不对称性。本文把工作意愿概括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种类型均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多条路径产

生，具体可分为平衡主动型、高目的主动型、高价值主动型、平衡被动型、高目的被动型、高价值被动型六种

组态。其中，高目的型组态是产生被动型工作意愿的主要原因，高价值型组态是产生主动型工作意愿的主

要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支持是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且在产生主被动工作意愿

结果的所有组态中，无论家庭支持作为核心条件还是边缘条件，都不会缺失。第二，主动型和被动型工作意

愿的驱动路径均为五条，且在主动型工作意愿的高价值型组态中，胜任力感知和工作乐趣具有一定的替代

作用，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胜任力感知或工作乐趣均会推动数字零工劳动者主动从事数字零工工

作。第三，无论主动型或被动型工作意愿，数字劳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对于职业的新需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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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平衡进而获得家庭的支持等。可见，网络技术的发展解

除了办公室内办公的束缚，而内部的交流和协作，甚至跨地区的分工，成为劳动者行为的重要内容，因此零

工经济和数字劳动是面向未来的劳动形式。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第一，采用ＱＣＡ方法，从组态出发，刻画了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并识别出其

交互效应。第二，突破传统一分为二的视角，厘清了主动型和被动型工作意愿的不同前因组态，通过价值合

理性和目的合理性，较为全面地识别出数字零工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弥补了单一因素研究的不足。这种

新尝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者对于工作意愿研究的呼吁［７］。第三，对于家庭支持、异质性工作经历、工

作乐趣、胜任力感知等变量的选取，符合新时代劳动者的职业价值观和以零工经济等新业态为代表的未来

工作的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政策建议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将针对如何进一步促进和推动零工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企

业要重点关注数字零工的家庭状况，在家庭层面给予其更多的关爱和支持，让家庭支持在其工作意愿中发

挥正向推动作用。第二，通过“算法公开”减少“数字鸿沟”对数字零工劳动者的信息压力，让任务分配和工

作获取更加透明、公平，增强数字零工的胜任力感知。第三，丰富平台的游戏化设计，通过设置“彩蛋任务”

和晋级通道增加工作的趣味性，提升平台黏性。

为促进零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本文在更宏观层面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企业层面。平台企业要通过管理创新实践增加平台工作的吸引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的

同时，也要以提升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幸福感为管理要义。首先，重视互联网技术与平台运行机制、情感劳

动、时间内嵌等因素在算法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数据价值正循环的平台生态。其次，深入挖掘平台工作者的

价值需求，通过算法设计开发游戏化的任务分配方式和人性化的操作系统，增强数字零工劳动过程的工作

乐趣感知和成就感。再次，探索在工作设计中融入意义感设计，增加社会舆论的正向引导，提升数字零工胜

任力感知，增加数字零工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最后，减少算法带来的“算法霸权”，增加以信息公平、程

序公平、分配公平为导向的算法协商和民主参与程序。

二是劳动者层面。网络市场平台的兴起，为工作和人的实时连接匹配提供可能，催生了新业态。新业

态下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于传统劳动关系将迎来全方位、颠覆式

的改变。工作的不确定性提升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如何保持甚至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尚有待解决。首

先，新业态劳动关系处于模糊地带背景下，零工劳动者供给不稳定、流动性强、权益保障差等工作特征，亟需

劳动者增强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其次，家庭成员的支持成为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

因此，劳动者在进行多元化职业选择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工作－生活平衡，实现工作 －生活增益。最后，数字

劳动是面向未来的工作形式，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价值主体的重要作用，以共创心态参与平台

管理，提升工作中的意义感和幸福感。

三是政府层面。平台经济作为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

升级、拓展消费市场、稳定就业等都有重要作用。政府要积极发挥监管调控作用，通过政策创新提升数字零

工劳动者的工作意愿，保障零工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解决目前社保政策未能覆盖的平台从业者职业意外

伤害、安全事故、大病救治等相关费用支出的问题，探索利益相关者多方共赢的解决方案。其次，探索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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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态劳动监管和行业标准制定，制定与实际相符的劳动基准，建立配套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最

后，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监管监督、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开展“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

等包容审慎监管试点；倡导零工、平台、居民、政府、社区等多主体生态化共治，以监管规范促进零工经济健

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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